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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与实践：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专题

编者按：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的影响持续扩展，以致构成公共事务变革中

的主导语境。然而，在国家治理成为热点之时，往往从治理与管理的词义差别上确定其论证逻辑，这显然是有局

限的。因而，对其进行公共哲学批判性诠释，在当下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引入斯金纳“历史语境”的方法，从公共

哲学的途径显现西方治理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展现其与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发生的时间及其交织形

态，是折射治理理论中西差别的重要的公共哲学批判性诠释之一。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语境

下，辨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概念，则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前提，这有利于从理论和

实践的双重层面上，为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识。基于上述关切，本刊推出以下三篇文章，

供实务界和理论界作进一步探讨。

西方治理理论的公共哲学批判性诠释

池忠军 *
a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公共事务变革出现了两个流行概念：新公共管理与

治理。这两种思潮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成为热点之时，往往从治理与管理的词

义差别上确定其论证逻辑，这是有局限的。引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方法，展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

理、治理发生的时间及其交织形态，从公共哲学的途径显现西方治理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此折射

中西差别。

［关键词］  治理理论；公共哲学；历史语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持续扩展，以致构成公共事务变革中的主导语境。但对治理概

念的诠释是分殊的，甚至是冲突的，有的用“赶时髦”、“乱象”等描述这种状况。治理概念一经引介中

国，迅速形成治理研究的热潮，但更多地局限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的逻辑起点上，讨论治理的主

体及其关系、运行机制等，此解释学有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将治理局限为工具理性，认为它与意识形

态无关，这容易造成西方治理理论的乱用现象；二是以公民社会的复兴作为治理运动的导向标而构建

抗衡政府的行动主体，这容易造成政府与社会天然对立的误解；三是仅以治理代替管理的思维，这容

* 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21116。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的国家

治理制度推进路径研究”（14BKS039）与江苏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研究”（12ZXB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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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忽视西方政府改革的阶段性，即新公共管理与公共治理的关系。本文引入剑桥政治观念史学派的昆

廷·斯金纳所创新的“历史语境”的方法，揭示治理理论的公共哲学基础。

斯金纳的历史语境方法的独特性在于：与语义学、语用学相对独立存在的状况不同，将语义、语用

展现在一定时间段中，使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不可分离，构建起核心概念的知识环境。“使得我们描

述作者们在写作这些著作时究竟在做什么。我们能够开始了解的不仅是他们提出的论点，还有他们论

述和试图回答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赞同，或质疑和驳斥，或者说不定甚至出于论战

目的不去理会政治辩论中盛行的设想和规范。倘若我们只研究著作本身，是不能指望达到这种理解水

平的。”a这种方法，改变了将制造新概念的思想家被孤立化、真空化状态，使他们创造的一套新词汇与

某时代的语言体系相关联，形成如此的逻辑关系：“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出了一些主要问题，

使得某些论点看来成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b受这种方法的启发，将治

理理论置于西方政府改革的历程和焦点之中，改变以往就治理而论治理的局限，敞现治理理论的所谓

“乱象”、“赶时髦”状况的意识形态秩序。

一、 治理的出场路径

治理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兴起及扩展，主要来源于三种途径的合流。一是受经济学——企

业管理理论中的“治理”概念之影响；二是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倡议及其推出的论著；三

是国际银行的推动。这是引介治理理论的学者都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应注意到三个问题：治理和

新公共管理这两个概念的流行几乎是同期的；在理论上，治理和新公共管理都是代替公共行政的一种

谋划；在政府改革实践的政治话语上呈现出历时性的线性替代论倾向：新公共管理代替公共行政、治

理对前两者的双重代替。

1991年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首次使用新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概括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

推动的政府改革的经验，并以此为开端而流行起来。但胡德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大概有三层次的

意涵：一是新公共管理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而是以效率为焦点的管理主义，是一种工具主义；二

是新公共管理是对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府改革经验贴的标签，其中首条经验“让管理者管

理”即内涵了反民主的行动指向；三是以新公共管理的标签概括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改革经验并不是

褒义，而是贬义的。新公共管理是相对于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老管理主义或泰勒主义

的“公共行政”而言的，老管理主义的焦点是效率和官僚制行政组织制度，其确立了这样的道路——

只要政治与行政相区分，在法律程序内，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可以作为普遍的管理原则而产生最

大效率。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的建构强化了官僚机构的职能，但更加强调公平，效率主义受到压

制。而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新管理主义强调效率降低公平，强化政府管控、压缩政治民主扩张社会民

主，强调民选官的权力和责任、降低法律的约束，将私人企业的管理经验引入政府，忽视公共政策更

加注重控制、结果和责任。所以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确定为是“新泰勒主义”或新管理主义的，也有的

称其为“市场型的公共行政”，或“企业家型的政府”cb，等等。新公共管理概念的流行，在实践上是

“经合组织”在其成员国的引导性推广，在学术研究上是“有的学者将其拿出来批评，以防以谬传谬，

反倒给‘新公共管理’做了更大的广告”d。显然，这是新公共管理代替传统公共行政的实践维度的

体现。

ab［英］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奚瑞森、亚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 6、3页。
cd蓝志勇：《现代官僚与现代社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4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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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上，新公共管理与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一拨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公共管理与治理没

有联系。虽然90年代初的新公共管理是作为描述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府改革的经验，但它在时间

上并不比治理概念早，而且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来自于经济学理论的公司治理理论。

治理，作为学术研究的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1976年美国学者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

发表的《企业理论：经济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并形成影响。但对公司治理构成较大影响

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09年）美国学者威廉姆森。他是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并将自己提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其组成部分。在198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综合

了其前期成果，阐释了治理、公司治理结构等概念。威廉姆森认为，“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

本”a；任何经济组织不仅是经济人或理性人，在节约成本的角度更是“合同人”。因此将“合同看作一

种治理方式”b，他把“治理”与“私下解决”等同来看，所谓治理即是“私下解决”c。其核心论点：“对

合同关系，主要是靠私人秩序所形成的各种制度来治理，而不是通过法律至上（Legal Centralism）来解

决。”d威廉姆森将“交易”抽象为“契约”，因此，治理也可以称之为完整契约的过程，是动态的、具有

相当的灵活性。治理结构是以交易的动机强度、行政控制、契约法律三个变量为特征的，市场与官僚

机构的治理都有各自的优势，但又有各自的缺陷，尤其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难题，中间组织介

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折中性是有效治理的当然选择。中间组织治理结构是威廉姆森所提出的“纵向

一体化”的治理结构的具体体现，是有效超越市场分立和政府垂直管制两种治理结构的理想模型。威

廉姆森将并行的法学、经济学、组织理论、政治理论联系起来，在宏观上指涉“官僚机构”的“管理”与

“私下解决”的“治理”何者节约成本的问题。这也是在公共事务治理理论中倡导“公民社会”的治理

优于政府的重要思想来源，是在新制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上指涉治理代替传统公共行政的思想

指向。

新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毫无疑问是公司治理理

论的应用。由此，似乎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管理，与治理理论所强调的“要治理”而“不要管理”是背

道而驰的，是对立的。但这是表象。在深层次上，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理论的关系是复杂的，这从治理

理论的政治理论中显现出来。治理的政治理论与公司治理的经济理论密切相关，但政治理论更强调了

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价值和功能，突出“管理”与“治理”的差别有其明确意指，治理即对公

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的双重代替。

在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是推动治理运动的主要主体之一，其治理的界定

几乎作为“经典”而扩展。“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总

合��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

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eb

可见，其特征中的四个“不是”所描述的是有别于或外于法律和政府的行动逻辑。就此而论，理论家

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更为显赫。在西方话语的语义传统上，政府几乎与统治或支配、管理相

等同，罗西瑙把治理与统治、政府区别开来，“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包括

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

些机制满足各自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所以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主体间重要性

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宪章的依赖。”fc这一阐释，虽然起初是关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

但它转向或被借用到国内政治，“没有政府的治理”、治理与统治、管理的区分就成为一个显著而麻烦

abcd［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 4、65、47、5页。
e转引自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引论：治理与善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 4—5页。
f［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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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题。总体而言，公共事务的契约方法是治理的核心要旨：用威廉姆森的话说，“私下解决”比政府

解决更有效率；用罗西瑙的话来说，没有政府的治理比政府的治理更有效。

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世界银行使用的“治理危机”词语发展出更为新颖的概念：“善治”或“良

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理论。英国学者威廉姆斯、杰克逊揭示了世界银行的

治理、善治概念之自由主义的理论背景a。法国学者卡蓝默指出，善治“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为大

家熟知的，目的是限制和限定政府行动的范畴。”b不可忽视的是：1989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美国政府针对拉美国家如何改革政府减少干预所制定的“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一种改革政治的

经济工具，以“私下解决”的契约经济学作为基本方法；在政府层面的“契约国家”、“契约政府”与西

方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源相融合建构了公共事务新的解释途径。

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形成的新公共管理与治理，表面上是平行的，作为流行的概念几乎在

时间上是同期的。但是，我们应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新公共管理作为20世纪80年代政府改革经验的

描述，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依据这一经验途径的理论化、学科化的思潮，与治理理论思潮在时间上

并行，并不是单纯的学派性质，与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次，在政府改革的实践取向上，新公

共管理与治理确实存在时间上的阶段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更具有包容性治理，与英美等西

方主要国家的左派政党执政推行所谓“第三条道路”密切相关，尤其是布莱尔推行的“协同治理”，是

治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标志。治理既指称替代传统公共行政，也是指称代替新公共管理的双关

语。但是，协同治理是在“整体性政府”的前提下的主体行动逻辑，一方面，包含新公共管理取向的政

府管控和效率追求；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新公共管理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寻求公平与效率的

新平衡点，协调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所谓管理与治理的对立、要治理而不要管理只是少数

理论家的观点，在治理理论上也不具有普遍性，在公共事务改革的实践上，政党、政府作为操盘手也不

可能将管理与治理对立起来。简单的以治理代替了管理的论证逻辑来证成治理，虽是简约化的，但它

是不可能的实践。管理与治理是否有差别？差别在何处？选择管理还是治理作为政府改革的新词汇，

要在深层次的“话语政治”的意识形态底色中呈现。

二、 治理现象的公共哲学基础

从展现新公共管理与治理学术思潮并行，再到治理运动的形成过程，揭示治理现象的公共哲学

基础，可以进一步呈现西方治理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公共哲学之概念及复兴，在学术史上，1955

年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公共哲学》提出了复兴公共哲学的指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

起公共哲学讨论热潮。从发展的路径上来看，是在超越实证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哲学政治化的道路

上形成的一个哲学流派。从传统资源上看，古希腊、古罗马孕育了西方公共哲学的理论资源和实践

智慧，而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公共生活的智慧即公共哲学。李普曼对公共哲学提出的一个假设、一

个定论很有影响。假设是：每一个时代的公共事务都受那个时代的公共哲学之支配，公共秩序的好

或坏，与公共哲学的善与恶的关系不言而喻；定论是：公共哲学即自然法或自然理性，每个时代良善

的公共生活都是自然法的应用，这是不需要创造而是依赖于正确的解释与应用的问题。c可见，李

普曼将公共哲学视为公共生活的真理或意识形态，以此观点来看，探讨、追问公共生活真理的学问即

a［英］大卫·威廉姆斯、汤姆·杰克逊：《治理，世界银行与自由主义理论》，赖海榕编译，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 163—167页。

b［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 5页。
c［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哲学》，陈文豫译，台北，今日世界出版社，1986年，第 8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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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哲学。80年代以来公共哲学之兴盛，显著的特征是哲学的政治化，但政治哲学并不能作为公共

哲学的代名词，公共哲学不仅是关于公共生活的理念，更关注政治实践和对公共事务主体之塑造功

能。迈克尔·桑德尔指出，所谓公共哲学，“是指隐含在我们实践中的政治理论，塑造着我们公共生

活的关于公民身份与自由的观念。”a桑德尔进一步延伸说明，公共哲学包含着民主形式与实质、政

体、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安排等要素。以此为关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新公民共和

主义、共同体主义的公共哲学对治理理论的影响是内在的，但新自由主义、新公民共和主义、共同体

主义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平行线，新自由主义处于主导地位并具有很强的吸纳、整合和自我

更新能力。在学科上，有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途径的新自由主义公共哲学，但能称得

上公共哲学的，是具有桑德尔所指出的具有对人类公共生活反思、批判、指引和整体塑造功能而产生

影响的思想和著作。以此为关切，在新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的时间维度上显现了其公共哲学的

基础地位。

在纵向的时间流动性上，首先将新公共管理区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作为经验标签的新公共管

理，20世纪90年代初的概念和学术思潮形成，并形成实践运动两个阶段。支配20世纪80年代政府

改革取向的效率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中哈耶克、弗里德曼、诺斯、威廉姆森、公共选择

学派的布坎南等的思想和著作是其根基。哈耶克关于人类社会的“自发秩序”理论对政府管控、公共

服务的批判涉及到个人自由与责任的基本问题，个人自由与自我负责是统一的，个人有选择的自由，

同时对诸如失业、贫困、不幸等要自己负责，政府和他人都没有承担责任的理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政府的责任是坚守程序或形式正义的原则，使每个人的自由与责任统一在程序

法中。弗里德曼被称为塑造“市场魔力”的大师，于1962年就撰写出版了标志他思想成熟的《资本

主义与自由》著作，但在1980年由他主讲的《自由选择》的电视节目，形成了对福利国家强烈的冲击

波。诺斯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了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关系

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新制度理论中的重要流派，指涉了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机制、程序法原则是提

升经济绩效的关键。前述中已述及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广和独特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影响。

公共选择学派是新制度主义的另一分支，将私人决策的“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选举、公共政策的公

共领域，指涉选民、议员、行政官员都是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行动逻辑。这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

仅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其理论的焦点是人类的理性秩序的“是”与“应当”，在现实上对大政府、

行政国家、福利国家的困境提供了具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话语；其功能并不仅仅是如何解决问题，而

重要的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英美国家的政府改革以“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

义”来命名，实际上突出了其公共哲学的基础，而新公共管理是其方法论的标签。将经验层面的新公

共管理作为政府改革的整体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体”，而管理主义是“用”，但“体”与

“用”并非完全一致，这也显现了理论家与政治家的一种独特的关系。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的某一种理

论实行改革，都会走向自由放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但是作为改革捉刀者的政治家必须面对复杂的社

会生态和社会力量的均衡，政府瘦身计划一方面减少和弱化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另一

方面又强化了民选官员的权力和控制能力，这是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指向相悖的方面，也是

责斥新公共管理体用矛盾的重要体现。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新公共管理形成学术思潮，并试图在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

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理论化和学科化；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是对新公共管理学术观点的批判、对20

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因此而出现了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理论相混杂的局面。从

a［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曾纪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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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公共管理学术思潮的学术观点来看，英国著名学者胡德的判断是：澳大利亚的欧文·休斯于

1994年、英国的基尔隆·沃尔什于1995年撰写出版的公共管理教材、美国的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

布勒于1992年撰写出版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的著作等，是新公共管理

迅速膨胀的导向标，而且预设了新公共管理全球化的指向。a这些学者共同的取向在于：试图以公共

管理代替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是过时的程序主义或法律主义，与“执行”同义，而管理是高层次

的决策和对结果的控制。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三点：一是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与20世纪80

年代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是作为学科或理论化取向的新公共管理与公共事务实践相互动的过程，

新公共管理的学者试图以理论影响政府改革的方向。二是改革主导者并不是完全在理论导向下实施

改革。克林顿于1992年代表美国民主党开始执政，也标志着西方主要国家进入左派政党实施改革

方案的时期。奥斯本出任美国和西方多国政府顾问，克林顿的改革方案虽然是奥斯本的“重塑政府”

的口号，但对重塑政府的十条原则是有选择性和层次性的实施b。三是克林顿的重塑政府口号实际

上更主要蕴含着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与1997年代表英国工党开始执政的布莱尔相呼

应，扩展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从布莱尔改革方案之本体思想来看，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

从工具选择来看，是希克斯的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ment），具体方案是“协同治理”（jointed up 

government）。由此，需要澄清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按传统意识形态划分方法，右派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又分左中右；左派是偏社会主义的，分

左中右，从历时性上区分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但影响最大的是吉登斯的“社会民主主义

的复兴”，这是所谓布莱尔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理论导向标。由此可以发现，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新

美国”与布莱尔的“新工党”、“新英国”都是一种“重塑式”的政治理论，亦即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桑

德尔于1996年发表的《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即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性反思的

力作。但是不能用传统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划分方法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共同

体主义等决然分开，实际上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变种。尽管公共哲学兴起并受到政治学、法学、公共

行政等学科的青睐，有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公民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共同体主义的公共哲学之划

分，但总体上是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的争辩。克林顿的改革方案按西方划分“主义”的方法，既受新

自由主义，也受新公民共和主义的影响，受共同体主义的影响最大。但共同体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

中后期明显的区分为三个派别：一支转向自由主义的共同体主义；第二支转向公民共和主义的共同体

主义；第三支立足于传统共同体的复兴，包括宗教、秘密团体等，此派别称为保守主义的共同体主义。

对克林顿所主张的政府改革影响最大的是自由主义的共同体主义，其代表人物艾滋欧尼的“回应性政

府”的主张更适合克林顿的需要，因此他受聘为克林顿的政策顾问。吉登斯的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第

三条道路借鉴了共同体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的“塑造”性主张。这就需要进一步澄清社会民主主义为

什么是自由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部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做了定性的批判，其中“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试图改变社会的不

良境况，但只是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实行行政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

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c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尖锐地批判了德国工人党向自由主义退却的问题。第二国际时期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以“回到康德

a［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彭勃、邵春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208页。

b蓝志勇：《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第 131页。
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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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为口号，构筑所谓“伦理社会主义”，试图以道德消除阶级差别，以经济合作社的共同体实现平等

和社会和谐，是社会民主主义退向康德式自由主义的标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德国的理论，是德

国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指出了“真正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德国式自由

主义，是英法政治自由主义与德国哲学结合的自由主义变种。a这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源头即

是自由主义的，之后的变种“民主社会主义”，只是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与右的关系。吉登斯复

兴社会民主主义是复兴自由主义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鼎盛的年代，无疑是“里根—

撒切尔主义”新公共管理意识形态基础；20世纪90年代是公民共和主义、共同体主义、社会民主主

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峙的年代，尽管克林顿和布莱尔对共同体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公民共和主

义有更高的亲近性，但作为公民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代表的哈贝马斯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所以

西方学者评判作为实践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理论思潮都是新右派的自由主义，无疑是正确的。治理

作为左派政党的主张，也是新右派的。原因在于，左派政党的塑造运动，与福利国家时期的老左派相

比，意识形态向右偏转。在总体上，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是塑造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论基础，老自由主

义的理想是小政府与自由市场的理念；但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自由主义进入第二波段实行福利国家

的制度，称为新自由主义；但政府失灵问题的出现，自由主义回弹老自由主义，但也不是完全复古，又

称为“新新自由主义”。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运动总体上是受自由主义公共哲学

支配的。

三、 在公共哲学的根基上审视治理与管理的关系

前述中透视了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治理，其意识形态的根基都是自由主义的及其变种。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审视行政、管理、治理概念争辩的公共哲学根基，由此进一步显现所谓治理与管理差别的

实质问题。

行政与管理的关系是词义的还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作为经验的新公共管理，突出了管控、结

果、责任这些焦点问题，淡化法律程序主义的执行，这是行政与管理两个概念在公共事务实务领域表

现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概念的流行，被称为管理主义的学者如共同约定般地将公共行

政说成是过时的，公共管理是新的，由此而引起了行政与管理的差别争辩。我们无需进入学者们复杂

的词根、语义、语境的辨析，就争论的结果来看，管理主义认为，管理范围更大层次更高，高层的管理是

决策，低层的管理与行政同义，是执行；反对者认为，行政是政府相关的活动，首要的是执行国家的意

志，管理只是行政中关涉具体事务操控的技术层面。实际上，学术上的争辩是没有结果的，只能是学

派性质可以写入学术史。但是，从主导政府改革者更加青睐管理来看，其用义是显明的。克林顿关于

推行政府绩效考核法案的一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在整个发达世界，对信息社会的需求与工业社会中

的政府局限正相冲突。不考虑政党，不考虑意识形态，��政府只是对社会需求作出回应。”b这种说

法与学界中的管理主义将公共行政视为旧的，是工业社会的政府行为模式，公共管理是新的，是信息

社会的自觉应对，虽然具有一致性，但突出了“管理”这一概念的非政党意识形态的倾向。英国一直

跟踪公共管理实践的学者波利特指出，管理主义是新右派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义是新右派在考虑国家

问题时‘令人欢迎的面孔’。它是一个‘多种构成的混合物’，可以吸引新右派之外的支持。对于较广

泛的选民来说，‘更好的管理’听起来让人感到合理、中性，向良好的品德一样不会遭人反对”c。所以，

a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588页。
b转引自［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第 209页。
c转引自［澳］顾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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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辞源和语义上理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差别，往往差强人意，很难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胡

德认为“公共管理是模棱两可的”，可以通过“公共”和“管理”两个偏中性的词汇赢得更广泛的认同

和引入新的方法。a这是主导改革的政治家淡化党派意识形态的一种方法。以里根为例，“新联邦主

义”这一新词汇制造了福利国家解困的一种理想，提高效率和重塑公平为“放松规制”的市场化策略

赢得初始的认同。公共哲学家桑德尔对里根主义及其公共政策的评论很有说服力：里根赢得认同的关

键，在于这样一种公共哲学，将看似矛盾的自由保守主义的自由至上论和共和主义的自治精神融合起

来，一方面声称福利国家侵犯了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与市场解决的方案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唤醒社区

自治的共同体价值，规模更小、更有人情味、意义更丰富的社区，将家庭、邻里、宗教的与爱国的精神一

体化，实现人们对某种公共生活的渴望。b

公共管理代替公共行政的新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是将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原

则打破了，强化民选行政官员的决策和控制权力，这是行政政治化的一端，表现了管理即政治；但另一

方面，又以淡化党派意识形态的方法坚持管理而非政治。这种矛盾也是公共管理模糊性的体现。但是

公共管理的理念与方法是同质的。20世纪90年代左派政党执政即对“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公共管

理进行修正。奥斯本所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是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主义的批判。奥斯本认

为，里根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主张遗忘了政府效能，重塑“效能政府”才是问题的关键。c奥斯本试

图开辟出不同于所谓里根主义的道路，为美国民主党寻找新的工具制造公共氛围，以政府“掌舵”而

非“划桨”的主张，将私营公司、第三部门等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体，这是打破公共事务政府

垄断的重要步骤，也是赢得认同的重要策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出现的“治理”与公共管理的并行，起初只是作为新工具，所表达的重点

是重视公共事务的“过程”，而批判公共管理只重结果和“掌舵”d，由此出现了以治理代替管理的主

张。这是继公共管理代替公共行政以来，又出现的以治理代替公共管理的新话语。

公共管理与治理的实质区别如何？从语义学上的区分基本是辞源考古的方法，一方面很难区分管

理与治理的差别；另一方面，管理与治理往往又是相互定义的。一般来说，罗西瑙把管理等同于政府

统治，治理强调的是过程；相对于政府独角戏型的单一主体的管控模式，治理强调了多主体互动，从这

方面来说，治理等同于公共治理，所以治理理论的学者并不强调“公共”对治理的限定，治理与公共治

理可视为同义。但是，多主体的互动如果不是以公共利益为指向，没有管控是不可能的。由此，罗西

瑙的“无政府的治理”也受到很多批评与质疑。这种状况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罗西瑙的“无政府的治

理”原初是针对“无政府状态”而言的，即是说公共秩序的混乱并不是没有政府的管制，但成效不佳，

是有“管制”而无“治理”的意思，但将管理、管控与治理对立起来，要治理不要统治或管理，或多一点

治理少一些管制成为流行词汇后，似乎治理是排除政府管控的，由此而产生的质疑是自然的；二是对

治理的理解是多元的，有的将治理理解为一种新的统治方式，有的认为是社会层面的自治，是政府管

制的补充，等等。对此，罗西瑙认为这些理解都代表了治理多重含义中的某一个方面。d

e研究治理理

论的英国学者罗茨总结概括了治理定义的六种途径：作为最小国家、作为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

作为善治、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作为自组织网络。e

f正因为治理理解的多元、以致对立，出现了所谓

治理热的“赶时髦”和“乱象”的现象。英国学者杰索普指出，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致成

ad［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第 4、213页。
b［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第 310—311页。
c［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周敦人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第 3页。
e［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第 7页。
f［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第 87页。



044

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a法国学者戈丹指出，“人们都争相使用这个词，

希望成为自己的圈子里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们这么做有时是为了给‘治理’一个确切的定义，

但更多情况下是有意使用‘治理’一词语义上的模棱两可。”b这些评论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从词语上

区分管理与治理是个难题，要想区分只能是从哪一个视角或层次，或者因使用者的批判与反对什么、

要实现的意图而赋予其新的含义。

从西方学界对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治理的替代论上看，时至今日，替代论是失败的，三者成为并

行的概念是事实。英美学者中立足传统公共行政创新的学者占主流，他们还是将作为公共管理代称的

新公共管理视为公共行政的下位概念，或作为学科分化的一次思潮；英国学者波利特和比利时学者鲍

克尔特提醒人们注意，欧洲学者并没有成为新公共管理的追溯者，“一般而言，法国、德国和北欧的学

者更多地把他们研究的题目（新公共管理——作者所加）翻译成‘公共行政’或‘行政科学’，而不是

公共管理。”c胡德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治理与公共管理的并行，治理是注重过程的一种委婉

表达，是出于对新公共管理只重视结果而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的忧虑和担心。d

从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上，是否存在新公共管理、治理的同质化现象？从致力于跟踪西方政府改

革经验实证研究的学者们评判来看，所谓新公共管理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北欧模式、德法

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模式虽有模仿但改革取向都具有民族国家的特点，从相似性和差异性双重

维度解释其影响是合理的。e从政党派别主导改革的取向来看，也不存在右派政党喜欢管理，左派政

党喜欢治理的区分，实质上，管理和治理都是作为寻求政治新术语而出现的。在新公共管理发祥地的

英美是右派政党推动的，而作为典范的澳大利亚却是由工党推动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公共

管理与治理并行，表现两种倾向：一是治理与公共管理并无实质的差别，在政府职责、政府与市场、社

会的关系上都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区自治的途径加以界定。二是将治理作为包含新公共管理在

内更广泛的概念，可以指称不同途径的公共事务改革取向。如英美两国的第三条道路存在明显的差

异，如吉登斯所说，布莱尔不主要是以美国为榜样，“灵感更直接地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f。

英国的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称为“后新公共管理”，一方面标明左派政党与右派的差别，重在复兴公

民责任，共同体的价值，共同创造新的繁荣和社会团结的诉求。另一方面，治理，作为“后新公共管

理”的“协同型治理”或“合作型治理”的新词汇在欧洲流行，与第三条道路具有同构性，其策略重在

塑造包括反对者在内的政治认同。吉登斯指出，第三条道路也并不新颖，在于“另外一些人倾向于更

能接受它。”g治理理论的兴起，如同新公共管理一样都受左派政党、右派政党欢迎，如法国前总理保

守派的拉法兰，于2002年出版的《为了全新的治理》著作，将治理作为新的统治技术、根基是人文主

义的，目标是同舟共济。h

综上，通过改变就治理论治理的思路，引入斯金纳“历史语境”的方法，呈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

理、治理的交织性的存在形态，显现仅局限于管理与治理词义差别而确定治理的行动逻辑的欠缺。从

公共哲学的途径来加以解释更具有根本性。公共哲学是公共事务的意识形态，在本体论上旨在阐明人

a［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漆芜编译，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第 55页。
b［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 3—4页。
c［英］克里斯托弗·波利特、［比利时］海尔特·鲍克尔特：《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3年，第 5页。
d［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第 213页。
e［挪威］汤姆·克里斯滕森、佩尔·靳格莱德：《新公共管理：观念与实践的转变》，刘启军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 42页。
f［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社，2000年，第 2页。
g转引自［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者》，孙相东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 4页。
h转引自［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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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公共秩序的真理性问题，在策略论上是实现摧毁论敌重塑新的认同的论证逻辑。引入公共哲学的分

析方法，可以显现西方治理的一种镜像：所谓一些公认的可信赖的观念之流行，并不是出自严格的理

论逻辑和经验的严格比照，而是通过修辞艺术，包括劝服、隐喻——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效率的承诺，以

知识的图像减弱冲突，是辉格党人知识累积的观念。a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治理主导的公

共事务改革取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新观点纳入其分支或不同途

径，治理成为受不分政党派别欢迎的新词汇，这虽然不能用辉格党人的观念完全解释，但左派政党也

走向了调适性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的是福利国家的焦点问题。但每一种治理都有其对立的

辩难。英国学者斯克托概括的治理理论的五个论点，往往作为治理理论的正面被援引；但忽略了他所

评论的这五个论点的每一个都有其关键的困境或负面。其对应的关系是：（1）治理主体不限于政府—

挑战按照宪法和正式规范来理解政府体制；（2）治理在为社会和经济寻找答案中模糊责任的边界—易

于导致逃避责任和寻找替罪羊；（3）治理各主体集体行动对权力的依赖—他们必须依赖资源的交换，

公民社会的权力不平等，将导致不良后果的更加恶化；（4）治理行为的网络的自主治理—政府对社会

所负的责任更加难以确定；（5）治理不在于政府权力和权威的运用可以动用新的工具指引—即便这

样，治理依然有可能失败。斯克托指出，“治理的产出和统治并无任何不同之处。如果有什么差异，那

也只在于过程。”b英国学者帕格登深入分析了治理这一词汇是一种新的普适性术语，如同康德的“大

自然的秘密计划的最终实现”一样，既有基督教的痕迹，也有共和主义的色彩，更主要是新自由主义

的。c由此透视以西方的治理理论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非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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